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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徽州茶商发展历经繁荣———受挫———复兴的曲折际遇ꎮ 在此

期间ꎬ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从绿茶贸易为主逐渐转向以红茶贸易为主ꎬ开埠通商更进一步刺激世界市场对华茶的

巨大需求ꎬ使得徽州茶商发展迎来短暂的繁荣局面ꎮ １９ 世纪中叶的国内外复杂局势给徽州茶商带来重大挑战

的同时也创造了时代机遇ꎮ 徽州茶商在夹缝中迎难而上ꎬ主动迎合国内外市场需求ꎬ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

新的优质茶叶品牌ꎬ努力争取并拓宽世界市场空间ꎬ从而迎来新的发展ꎮ 徽州茶商亦在此时走向复兴ꎬ成为引领

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ꎮ
〔关键词〕全球史视野ꎻ徽州茶商ꎻ挑战ꎻ机遇ꎻ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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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重要转折期ꎮ 其重要转向有二:一是国

际茶叶贸易格局由绿茶为主向红茶为主的转向ꎻ二是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ꎬ华茶在国际贸易中“一统

天下”的局面被打破ꎬ转而面临周遭国家茶叶产品的激烈竞争ꎮ 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逐渐被日

本绿茶挤占ꎻ虽然国际茶市中红茶贸易日趋繁荣ꎬ但中国红茶逐渐受到印度、锡兰等英属殖民地所产

红茶的强烈冲击ꎮ 在此国内外局势复杂变化的近百年时间里ꎬ徽州茶商发展历经繁荣———受挫———
复兴的曲折际遇ꎮ

以往学界有关徽州茶商的研究成果虽然颇为丰硕ꎬ〔１〕 但未能深刻注重从全球视野综合考察徽州

茶商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ꎬ〔２〕以及徽州茶商如何因时而变ꎬ追求创新而走向复兴的

背后逻辑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ꎮ 有鉴于此ꎬ笔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切入ꎬ综合

考察 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百年国际贸易格局重大变动下徽州茶商的际遇以及应对之

策ꎬ以期从宏观上深化对近代徽州茶商与茶叶贸易发展的既有认识ꎮ

一、繁荣的隐忧:“广州体制”时期徽州茶商贸易之盛衰

１７ 世纪初ꎬ荷兰人最早将中国茶叶作为商品输入欧洲ꎬ此后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等相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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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采购茶叶ꎬ运往欧美销售ꎬ从而开启茶叶的全球贸易格局ꎮ〔３〕 荷兰、英国最初来华主要是购买绿茶ꎬ
但在 １８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ꎬ对华贸易中红茶采购量逐渐增加ꎬ在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ꎬ形成绿茶、红茶并重

的贸易格局ꎬ到 １８ 世纪后期ꎬ红茶贸易逐渐超过绿茶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ꎮ 尤其是在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初ꎬ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中ꎬ红茶贸易占据压倒性地位ꎬ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明

显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日本学者角山荣就注意到ꎬ１８ 世纪中期英国进口的茶叶中ꎬ红茶占 ６６％ ꎬ绿
茶约占 ３４％ ꎬ“红茶与绿茶的地位发生了逆转ꎬ英国人选择红茶的取向已固定下来”ꎮ〔４〕

１９ 世纪中叶以前ꎬ中国几乎为世界唯一的产茶大国ꎬ西方茶叶贸易份额几乎为中国独占ꎮ 因此ꎬ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由绿茶为主向红茶为主的整体转向对中国茶叶出口产生深远影

响ꎬ刺激徽商积极从事茶叶出口贸易ꎬ推动徽茶大量出口ꎮ 彼时徽商不断将松萝茶、屯溪绿茶运往广

州ꎬ通过十三行的行商出售给洋商ꎬ从而转口到欧美国家ꎮ 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则从广州大量购买

松萝茶、屯溪绿茶ꎮ 从 １７４２ 年开始ꎬ荷兰对华茶叶贸易中大量采购松萝、屯绿等徽州绿茶ꎮ １７４２ 年购

买松萝茶 ７５７１０ 荷磅ꎬ占对华茶叶贸易总量的 ８％ ꎮ １７４３ 年采购松萝茶 １９３０４１ 荷磅ꎬ占总量的

１８. ３％ ꎮ〔５〕该年为荷兰采购松萝茶数量最多的年份ꎬ此后荷兰虽然每年采购松萝茶ꎬ但数量逐渐减少ꎬ
该国在对华茶叶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也不断降低ꎮ 自 １７６０ 年至 １７９４ 年ꎬ荷兰每年都从广州采购屯

绿ꎬ形成了松萝、屯绿并行的徽茶出口局面ꎮ １７６０ 年ꎬ荷兰从广州采购 ５１７４７ 荷磅屯绿ꎬ１７６１ 年采购

屯绿 ２８７４７ 荷磅ꎮ 因受到国际茶叶贸易格局转变的影响ꎬ１７６０ 年以后ꎬ荷兰在广州采办的绿茶也逐渐

减少ꎮ 从 １７６０ 年开始ꎬ荷兰每年从广州采购的松萝茶、屯绿仅占茶叶总量的 ５％ ~ １０％ ꎬ而武夷、工
夫、小种、白毫等红茶则占 ９０％以上ꎮ〔６〕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ꎬ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形成红茶为主、绿茶为辅的对华茶叶贸易结构ꎬ但在广州

采购的松萝、屯绿也颇多ꎮ 这主要是因为采购绿茶走私到欧美其他国家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ꎮ １７３０
年ꎬ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米德尔顿和韦塞尔两人坚持说ꎬ“给尼什的训令只包括供应绿茶ꎬ连续五个月

都反对他的各项订购ꎬ只承认松萝茶一项”ꎬ那个贸易季购买松萝茶 ６０００ 担ꎬ每担价格在十五六两左

右ꎬ〔７〕可见ꎬ当时徽州松萝茶出口英国颇为兴旺ꎮ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ꎬ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中 ５０％ 以

上是松萝绿茶ꎬ到 １８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进口到英国的松萝绿茶下降为 ３０％ ꎬ武夷红茶上升到 ６０％以

上ꎮ〔８〕１７７８ 年开始ꎬ英国逐渐在广州采购屯溪绿茶ꎮ 当年ꎬ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潘启官、瑛秀、文官、周
官、球秀等行商手中采购的松萝茶和屯溪茶 ８０００ 担ꎮ〔９〕１７８４ 年在广州行商潘启官、石鲸官、周官、钊
官、鹏官等手中采购松萝茶、屯溪茶 １１０００ 担ꎮ〔１０〕１７８７ 年贸易季ꎬ从广州运出的松萝茶和屯溪茶多达

４００００ 担ꎮ〔１１〕

独立战争之后ꎬ美国民众的茶叶消费从红茶为主向绿茶为主转变ꎮ 美国消费者的口味逐渐丰富

化ꎬ从一味依赖武夷红茶转向饮用口感更加丰富的小种、白毫、熙春、松萝、雨前、珠茶等ꎮ〔１２〕 徽州的松

萝、屯溪绿茶通过广州十三行出口美国ꎮ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ꎬ西方人饮茶习俗日趋普及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对华茶叶贸易需求日益增长ꎬ

华茶采购量不断加大ꎬ有力地刺激了华商不断将茶叶运往广州出口ꎮ 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说:
“茶叶一项ꎬ向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ꎬ经由江西运入粤省ꎮ” 〔１３〕 徽商将本地所产松萝、屯溪

等绿茶大量运往广州出售ꎬ从事“广庄”生意的徽商日益增多ꎮ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出自著名的茶商家族ꎬ自清中叶以来ꎬ该家族四五代人持续在广州经营茶

叶贸易ꎮ 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生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ꎬ卒于嘉庆十年(１８０５)ꎬ其在乾隆中叶以后“贷
资经商ꎬ独偿众逋数千”ꎬ〔１４〕开启其家族在广州的茶叶外销贸易事业ꎮ〔１５〕万榜之子世鸾(１７７２—１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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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父业ꎬ“关外遭回禄ꎬ茶商窘ꎬ不得归ꎬ多告贷ꎬ鸾慷慨赀助ꎬ不下万金”ꎮ〔１６〕为便于经商和子弟在侨

寓地读书仕进ꎬ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ꎬ世鸾在广东南海县申请入籍成功ꎮ 世鸾子兴洪(１８２３—１９０３)继
续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ꎮ 当时詹氏家族共有 １２ 个房派ꎬ其中长、二房留在家乡ꎬ第七房分迁粤东阳

江ꎬ其余九房在粤东省城居住ꎬ多从事茶叶贸易ꎮ〔１７〕

婺源清华东园胡氏在乾隆以后ꎬ大量前往江西、广州从事茶叶贸易ꎮ 胡植奎父亲在广州经营茶叶

贸易ꎬ娶东粤女卢氏ꎬ生植奎ꎮ 植奎“年十二ꎬ习会计ꎬ于豫章出入”ꎬ其后继承父业ꎬ继续从事茶叶贸

易ꎬ“由是经商东粤ꎬ时往来存问”ꎮ〔１８〕嘉庆、道光之际ꎬ胡承合(１７９４—１８４５)ꎬ“谋生理于江右ꎬ持筹握

算ꎬ积余资业茶东粤”ꎬ〔１９〕 “以茶业益大其家ꎬ自是新堂宇ꎬ拓田园ꎬ入资为国子生ꎬ复由国子生转贡

生”ꎮ〔２０〕胡高端(１７４４—１８０２)ꎬ以经营茶行为生ꎮ 高端子大榜(１７８１—１８２０)ꎬ“承袭祖业ꎬ业茶为生”ꎻ
大榜长子仕德(１８０３—１８５０)ꎬ“自父弃世ꎬ箕裘克绍ꎬ家业光前ꎬ商茶往来粤东十有余载”ꎮ〔２１〕祖孙三代

持续在广州进行茶叶贸易ꎮ
歙县茶商是徽州茶商中的一支劲旅ꎮ 嘉庆前期ꎬ歙县人江绍莲云:“北擅茶荈之美ꎬ近山之民多业

茶ꎬ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ꎮ 歙之巨商ꎬ业盐而外ꎬ惟茶北达燕京ꎬ南极广粤ꎬ获利颇赊ꎮ 其茶统名

松萝ꎮ 而松萝实乃休山ꎬ匪隶歙境ꎬ且地面不过十余里ꎬ岁产不多ꎬ难供商贩ꎮ 今所谓松罗ꎬ大概歙之

北源茶也ꎮ 其色味较之松罗ꎬ无所轩轾ꎬ故外郡茶客胥贩之于歙ꎬ而休山转无过问者矣ꎮ” 〔２２〕 可见ꎬ歙
县茶商在北京、广东等地的茶叶贸易颇为兴盛ꎬ贩运松萝茶的利润也较为丰厚ꎮ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ꎬ英国怡和洋行商人查顿与广州十三行行商安昌行签订购茶、存茶合同ꎬ“恒义

二五箱屯茶二百一十件”ꎮ〔２３〕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ꎬ英国怡和洋行从徽商溥馨茶号采购茶叶ꎬ双方约定:
“和平茶一千六百篓ꎬ约共八百担ꎬ言明每担(无饷)价银四两五钱正ꎬ限至七月尾陆续交足ꎬ即收到定

银一千五百元ꎬ其余俟货交到之日ꎬ一色找楚ꎬ不得至误”ꎮ〔２４〕 同年ꎬ英国商人查顿在行商仁和行那里

购买“和顺长箱屯茶二百七十件、锦美斗箱屯茶九十八件”ꎮ〔２５〕这些都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ꎬ徽商将屯

溪绿茶运至广州ꎬ通过行商转售给洋商的贸易不断发展ꎮ
虽然当时包括徽茶在内的华茶出口欧美兴盛一时ꎬ徽州茶商由此发家致富者甚多ꎮ 从 １９ 世纪初

开始ꎬ广州十三行行商的资金日益短缺ꎬ周转不灵ꎬ纷纷向洋商借贷ꎬ由此陷入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ꎬ
影响了茶叶出口贸易ꎮ〔２６〕徽商多将茶叶贩运给行商ꎬ通过行商转售给洋商ꎬ因而行商的商业困境直接

影响了徽商茶叶贸易ꎮ 其中又以婺源靝馨号茶商和徽商刘徳章创办的东生行盛衰轨迹尤为典型ꎮ
嘉庆年间ꎬ婺源靝馨茶号洪氏茶商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达数十年ꎬ“父亲提办全泰字号来广ꎬ二十

余年ꎻ又接手经营ꎬ于今五十一年”ꎬ经营松萝茶和靝馨、馨馨、庆馨、龢馨、惟馨各字号熙春茶ꎬ“除纳息

之外ꎬ年年颇沾微利”ꎮ 但在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以后ꎬ该茶号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亏损ꎮ 嘉庆十六年以

后ꎬ该商每年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订单银ꎬ采办三四千件松萝茶ꎮ 但因资金有限ꎬ多借款办茶ꎬ结果

“年年拕利ꎬ互相滚赔ꎬ共计约亏去三万ꎮ 再加二十二、三两年ꎬ屯茶又赔蚀一万余两之多”ꎮ 因亏损过

大ꎬ洪氏茶商十分沮丧ꎬ“如此亏空重大ꎬ毫无花费分文ꎬ自知年已七旬ꎬ命途多蹇ꎬ欠债又深ꎮ 计欠广

东银一万九千两ꎬ江西及南雄、韶州等处一万一千余两ꎬ休宁七千七百余两ꎬ婺源家乡五千五百余两ꎮ
谅难借本经营ꎬ筹划无法ꎬ只得盘算不得已歇业倒帐”ꎮ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亏损最多ꎮ 当年该商号

“接办屯茶三千件(连同孚五百在内)ꎬ连正、皮茶共过本四万二千零ꎬ内蒙付定单银一万五千ꎬ另借本

二万七千零ꎬ净赔本利九千二百余两”ꎮ〔２７〕 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求助无果ꎬ该商号茶商不久之后倒闭歇

业ꎮ〔２８〕

１９ 世纪开始ꎬ广州贸易行商提供的出口茶叶多集中在福建的武夷、工夫和屯溪茶等种类ꎬ“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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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拒绝包括其他任何种类”ꎮ〔２９〕当时经营屯溪茶的为怡和行、丽权行、广利行和东生行四大行商ꎬ四
家占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采购屯溪茶贸易额的一半以上ꎮ 这些行商大多从徽商手中采购屯溪

茶ꎬ其中东生行由徽商刘德章开设ꎬ１８２８ 年采购的屯溪茶达到顶峰的 １００００ 箱ꎮ〔３０〕彼年东生行的行商

刘东给英商的信中说:“承问徽茶一节ꎬ今五月初四日ꎬ徽州洪水涨发ꎬ茶叶被冲ꎬ尚属有限ꎬ谅不至有

碍ꎮ 昨彝山客人来信ꎬ据云今岁头二春茶价ꎬ比旧岁贵一两有零ꎮ 其茶因雨水太多ꎬ茶身未免稍粗ꎮ
三春丰熟ꎬ比前价略松一两ꎮ” 〔３１〕可见ꎬ当年因雨水过多ꎬ东生行的徽茶和武夷茶生意受到一定影响ꎮ
仅仅两年以后ꎬ即道光十年(１８３０)ꎬ徽商开设的东生行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ꎮ 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向

两广总督呈文ꎬ要求地方官府帮助追讨东生行商欠ꎮ〔３２〕 两广总督李某发文指出ꎬ“东生行既系该职员

先人遗业ꎬ前曾在行帮办理ꎮ 今被夷人指控私携银两归家ꎬ责无旁贷ꎬ应即帮同刘东实力清理ꎬ并将各

夷账银两上紧ꎬ设法措还ꎬ不得藉词诿卸”ꎬ要求东生行偿还债务ꎮ 但因欠款多达数十万ꎬ东生行无力

偿还ꎬ最终倒闭ꎮ〔３３〕十月初八日ꎬ南海知县发布告示ꎬ查封东生行的行栈、房屋产业ꎬ“交众商变卖ꎬ先
完饷项ꎬ次及夷欠”ꎮ 剩下债务则由“众洋商在洋行公用银两ꎬ分限摊还”ꎮ〔３４〕 东生行的盛衰可谓当时

徽商茶叶贸易兴衰的一个缩影ꎬ折射出广州贸易繁荣背后暗含巨大的商业风险ꎮ
婺源商人程广富ꎬ早年在苏州经商ꎬ随后将苏州生意交给二弟、三弟打理ꎬ他则回婺源ꎬ“就近业

茶ꎬ渐致赢余”ꎬ〔３５〕从事茶叶生意ꎬ并由此起家ꎮ 婺源茶商王邦达ꎬ在澳门从事茶叶贸易长达 ４６ 年之

久ꎬ在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６)与荷兰领事进行茶叶贸易ꎬ当时“包种茶五百六十件ꎬ小种茶八百件ꎬ即将

船主收茶单转交大班”ꎬ后因钱款问题产生纠纷ꎮ〔３６〕由此可见ꎬ五口通商之前ꎬ徽商不仅在广州从事茶

叶贸易ꎬ而且还在澳门进行茶叶贸易ꎮ

二、短暂繁荣:五口通商初期的徽州茶商贸易

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贸易体制局限ꎬ西方国家扩大了对华贸易范围ꎬ极大地刺激了华茶出口贸

易ꎮ 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ꎬ汉口开埠ꎬ洋商可以深入内地进行茶叶贸易ꎬ促使华茶出口贸易迅猛增

长而一度兴盛ꎮ 徽茶作为华茶中品质最优者之一ꎬ两次鸦片战争极大地促进徽茶外销ꎬ徽州茶商力量

日趋壮大ꎮ １８４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乔装打扮ꎬ深入徽州绿茶区考察ꎮ 他描述

屯溪当地茶叶贸易的景象:“屯溪据估有 １５ 万人ꎬ最大宗的贸易物品就是绿茶ꎮ 这儿有很多大的茶叶

商ꎬ他们从茶农或和尚手中购买茶叶ꎬ然后进行加工与分类ꎬ把茶叶分成不同的批次ꎬ运往上海或广

州ꎬ在那儿再卖给外国商人ꎮ 据说每年屯溪要运出七八百批次的茶叶ꎮ” 〔３７〕 对此ꎬ夏燮在«中西纪事»
中指出:“徽商岁至粤东ꎬ以茶商致巨富者不少ꎬ而自五口既开ꎬ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ꎬ户户当垆ꎬ
赢者既操三倍之贾ꎬ绌者亦集众腋之裘ꎮ 较之壬寅以前ꎬ何翅倍蓰耶ꎮ” 〔３８〕明确说明五口通商以后ꎬ徽
商贩茶到广东贸易更为兴盛的景象ꎬ以茶发家致富的比比皆是ꎮ

晚清时期ꎬ绩溪茶商颇为兴盛ꎬ活跃于各大通商口岸ꎮ 对此ꎬ近代学人胡祥木曾说:“吾乡人多操

茶业ꎬ侨上海ꎬ道咸间称最盛ꎮ 近则惟汪裕泰、程裕和二肆魁ꎬ其曹偶余者皆自郐以下焉ꎮ”汪裕泰茶号

就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ꎮ 其创始人汪立政(１８２７—１８９５)ꎬ１３ 岁时到上海当学徒ꎬ积累一定资本ꎬ于
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在沪南创设汪裕泰茶庄ꎬ“所业隆隆日上ꎬ闻誉交驰ꎬ前后三十年间相继于上海、苏
州、奉贤等处创列九肆”ꎮ〔３９〕由此可见ꎬ汪立政抓住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的有利时机ꎬ创办汪裕泰茶

庄并迅速获得发展ꎮ 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此前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ꎬ五口通商之后ꎬ茶叶外销日盛ꎬ江
氏茶商同时在广州、上海经营外销茶ꎬ获利颇丰ꎮ

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出身于茶商世家ꎬ其家族的茶叶贸易历程在徽州茶商家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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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胡适父亲胡传(１８４１—１８９５)在自传年谱中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ꎬ先曾祖(瑞杰)考创开万和字

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ꎬ身自经理ꎬ借以资生ꎮ”由此开启该家族的茶叶生意并传承数代ꎮ 胡适曾祖

胡锡镛子承父业ꎬ继续在上海川沙地区经营茶叶贸易ꎮ 胡瑞杰、胡锡镛的茶叶经营时间集中于乾隆末

年至道光中叶ꎮ 胡适祖父胡奎熙、父亲胡传两代人的茶叶贸易应系鸦片战争前后至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ꎮ
因胡锡镛去世较早ꎬ胡奎熙成年后就接手茶叶生意并使其日益兴隆ꎬ“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

茶”ꎮ〔４０〕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ꎬ胡奎熙在上海开设茂春茶号ꎮ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ꎬ上海受到小刀会起义

影响ꎬ胡奎熙在宝山高桥镇避乱ꎬ并重新开设茂春茶号ꎮ 起义被镇压后ꎬ胡奎熙在上海大东门外重开

茂春字号茶铺ꎮ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ꎬ他又在大东门内鱼行桥头添设茂春西号茶铺ꎻ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在川

沙北街开设嘉茂字号茶铺ꎬ每年皆获利颇丰ꎮ〔４１〕胡奎熙不仅贩运徽茶ꎬ而且还在皖南宁国等地采办茶

叶ꎬ运到上海出售ꎮ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ꎬ胡传跟随父亲到宁国山中采办山茶ꎮ〔４２〕 胡适父祖辈抓住五口通

商之后西方国家大量购买华茶的有利商机ꎬ数代成员业茶于沪上ꎬ集中体现了徽商敏锐的商业眼光与

坚韧的从商精神ꎮ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ꎬ歙县茶商毕体仁的叔祖毕钜典接手家族的茶叶生意ꎬ将“傍余基地兴造包

厢楼屋ꎬ以便加锅添做洋庄箱茶ꎬ而本行用息较前益加倍进ꎮ 通盘划算ꎬ似属合宜”ꎬ转而经营洋庄茶

生意ꎮ 为此ꎬ毕钜典扩大行屋规模ꎬ添设制茶设备ꎬ“核计通直ꎬ五间包厢楼屋并添茶锅一切经费约需

钱陆百余千文之谱ꎬ家下资斧不足ꎬ比蒙张号允借钱三百千文ꎬ议定一分一厘行息立券ꎬ将下年应得用

息钱按月偿利ꎬ陆续拨本ꎬ至道光二十九年已将借张号款本息完清ꎮ”由此可见ꎬ毕氏茶商不仅扩大了

茶叶经营规模ꎬ偿还了债务ꎬ而且还获得一些利润ꎮ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ꎬ毕氏茶行进一步升级ꎬ将茶行前

进屋宇拆除改造ꎬ扩大门面ꎬ增加晒场ꎬ花费不少ꎬ“需费一切ꎬ计用去钱四百余千文”ꎮ〔４３〕 毕氏茶商两

次扩大茶叶经营规模显然与五口通商之后带来的巨大商机有关ꎮ
道光末年ꎬ祁门茶商胡元龙协助父亲胡上祥开山种茶ꎬ“入山雇工种茶萪、茶子ꎬ以为养老计”ꎮ 在

咸丰二三年之时ꎬ获得五六百两的收入ꎬ从而在贵溪村“半山建造培桂山房”ꎬ开设日顺茶号ꎬ扩大经营

规模ꎮ〔４４〕婺源茶商在五口通商之后也获得新的发展ꎬ不仅继续在广州贸易ꎬ而且也在上海经营茶叶外

销生意ꎬ实力较为雄厚ꎮ 例如ꎬ俞文诰“佐父业茶于粤东ꎬ积资百万”ꎻ俞起鸾“承父茶业ꎬ客粤东ꎬ粤俗

繁华ꎬ不为所染”ꎮ〔４５〕台湾学者陈慈玉也说:“徽州商人的茶业活动主要是由婺源商人所担当的ꎬ而在

所有徽商活动之中ꎬ茶业比重之增大ꎬ与徽商之中婺源商人的地位之提升有关联ꎮ” 〔４６〕

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仍旧无法满足西方国家对华茶的巨大需求ꎬ为追逐商业利益ꎬ西方

商人冒险深入尚未开埠的内地茶区采购茶叶ꎮ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冬ꎬ英国怡和洋行商人颠地进入江西ꎬ
先经过河口ꎬ然后到达景德镇ꎬ随后赴屯溪、婺源一带收购茶叶ꎮ〔４７〕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五月ꎬ九江关监

督称ꎬ怡和洋行原本打算到义宁州采办红茶ꎬ但因当地附近有太平军活动ꎬ改到南昌府吴城镇租栈收

买茶叶ꎮ 同时ꎬ英国宝顺洋行与美国琼记、旗昌洋行没有任何凭照ꎬ但却陆续前赴吴城镇办茶ꎮ 不仅

如此ꎬ“洋商自在九江向内地商人买茶者ꎬ又有商人采办徽茶ꎬ由饶州来至九江者”ꎮ〔４８〕 英美商人在长

江内河开埠前深入内地茶区采办徽茶ꎬ显系违反条约规定的不法行为ꎮ
所谓“有商人采办徽茶”者ꎬ系指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的黟县茶商余干臣ꎮ 关于其人来祁门从事

茶叶贸易尤其是改制红茶的时间ꎬ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光绪初年ꎮ 事实上并非如此ꎬ从新见的总理衙门

档案来看ꎬ早在咸同之际ꎬ余干臣就到祁门从事茶叶贸易ꎬ而且当时他还假冒洋商之名ꎬ行私茶贸易之

实ꎬ逃避厘捐ꎬ并由此引发中外贸易纷争ꎬ系以典型的奸商形象呈现世人ꎮ
祁门知县史怿悠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后ꎬ随即开始盘查祁门当地茶叶贸易情况ꎬ并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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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禀报:
该县出产茶叶ꎬ向系由商人采买ꎬ挑至屯溪装箱成引ꎬ完纳厘捐ꎬ运至上海销售ꎮ 本年浙河不

通ꎬ商人私由祁门西南乡ꎬ运至江西九江售卖ꎬ本地应完厘捐ꎬ两次皆已偷漏ꎮ 该令八月十三日到

任后ꎬ使得查悉ꎬ因点明未出境之茶ꎬ尚有二十余引ꎬ令其照完厘捐ꎬ方准起运ꎬ并查得该县程村碣

地方ꎬ有黟商领广客资本ꎬ开设宝顺茶号ꎮ 本年获私茶之利最多ꎬ因令捐银五千两ꎬ借助饷需等

情ꎮ〔４９〕

上揭祁门知县的奏报显示ꎬ祁门的茶叶通常由茶商采买ꎬ贩运到屯溪装箱ꎬ完纳厘捐ꎮ 但在咸丰

十一年ꎬ因新安江水运不通ꎬ茶商私将茶叶由祁门西南乡经阊江运至江西九江发卖ꎮ 史知县上任后ꎬ
查明此事ꎬ发现黟县商人领“广客资本”ꎬ在南乡程村碣私自“开设宝顺茶号”ꎬ进行私茶贸易ꎮ 因当时

正处太平天国战事期间ꎬ军饷匮乏ꎬ于是祁门知县令其捐银五千两以助军需ꎮ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ꎬ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称:

据护江西九江道蔡锦青禀称ꎬ本年九月十九日ꎬ准英国驻札九江领事官佛礼赐照会ꎬ内开宝

顺洋行在徽州祁门县地方租设栈房ꎬ采买茶叶ꎮ 今有祁门县知县史怿悠ꎬ突于八月二十四日ꎬ带
回差役ꎬ到栈假托稽查ꎬ平空讹索ꎬ捏称漏税ꎬ即将栈中茶叶尽行封住ꎬ随将司事人余干臣等ꎬ趋押

而去ꎬ逼勒捐输银一万两ꎮ 因查厘金一款ꎬ随处完捐ꎬ均是报效ꎮ 本年茶叶运赴九江码头ꎬ所有捐

厘一事ꎬ由景德镇每担捐银一两四钱ꎬ尧山每担捐银二钱ꎬ湖口每篓六十五斤ꎬ捐银二钱ꎮ 该行厘

遇卡即完ꎬ并无偷漏情弊ꎮ 至在栈之茶ꎬ尚未出门ꎬ不得谓其漏税而封ꎬ且和约规条具在ꎬ所有内

地出口各货抽厘ꎬ俱照出口关税减半ꎮ 茶叶出口ꎬ例税每百斤纳银二两五钱ꎬ遵照税则ꎬ减半完厘

计算ꎬ已有盈无绌ꎮ 该县何得又平空勒索ꎬ妄加例外之捐ꎬ实属不晓事务ꎬ有碍通商章程ꎮ 用特照

会ꎬ请烦查照ꎬ希即转移皖南道速饬该县ꎬ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行银货ꎬ尅日发还ꎮ 倘有疏虞ꎬ决不

干休ꎬ毋任阻扰ꎬ致干和好等因到道ꎬ准此卑护ꎮ〔５０〕

在上引曾国藩的奏折中ꎬ当年八月二十四日ꎬ祁门县知县史怿悠以偷漏税的名义ꎬ将所谓在祁门

开设栈房的“宝顺洋行”的茶叶及司事余干臣押解ꎬ并要求其捐输银一万两ꎮ 英国驻九江领事官佛礼

赐获悉此事ꎬ立即向九江道员蔡锦青提出强烈抗议ꎬ称宝顺洋行“厘遇卡即完ꎬ并无偷漏情弊”ꎬ且其贸

易是符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的“和约规条”的ꎬ因此ꎬ祁门知县的这种行为是“平空勒索ꎬ
妄加例外之捐ꎬ实属不晓事务ꎬ有碍通商章程”ꎮ 不仅如此ꎬ英国领事官还以照会的名义发文ꎬ要求清

廷查办此事ꎬ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行银货ꎬ尅日发还”ꎬ态度十分强硬ꎮ
九江道员收到英国领事官的照会后ꎬ觉得事情十分棘手ꎬ立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报:

道查祁门县系安徽省所辖ꎬ该县知县史令查封宝顺洋行茶叶ꎬ系因何事而起ꎬ无从知悉ꎬ有无

逼勒捐输情事ꎬ亦系该洋商一面之词ꎬ既准照会到道ꎬ理合据实禀明ꎬ俯赐札饬祁门县史令ꎬ查覆

饬知到道ꎬ以便转复佛领事ꎬ遵照等情ꎮ〔５１〕

收到九江道员的奏报后ꎬ曾国藩立即向总理衙门奏报此事ꎮ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拉开了调查中外

贸易纷争的序幕ꎮ
清代从事茶叶贸易需要在牙行领取牙贴ꎬ获取经营资格ꎬ在相应部门领取茶引后才能进行茶叶贩

运ꎮ 若没有履行上述手续ꎬ则是私茶贸易ꎬ需要受到惩处ꎮ 鸦片战争后ꎬ西方经济势力不断渗透中国

各地ꎬ按照条约规定ꎬ洋商在内地采办茶叶、租设行栈ꎬ也需要由该国领事与地方官进行商谈ꎬ进行备

案并获得许可后ꎬ洋商才能到内地租设行栈、贩运茶叶ꎮ 若洋商没有履行这些手续ꎬ则地方政府不准

洋商“租地造房”ꎬ目的是“以杜内地奸商假冒影射之弊”ꎮ 而咸丰十一年ꎬ在祁门程村碣地方私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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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宝顺茶号并没有“洋商设栈明文”ꎬ被祁门知县以贩运私茶之名查办ꎮ 知县旋即要求黟县茶商余

干臣输捐ꎬ他就声称该号为“洋商开设”ꎬ曾国藩怀疑“恐系内地商人串通冒认”ꎬ要求皖南道员负责查

办此事:
如所捐系黟商之银ꎬ不与洋商相干ꎬ应无庸议ꎮ 若所捐果系洋商之银ꎬ再行酌核退还ꎬ仍候分

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理各口通商事务ꎬ与各国明定章程ꎮ 此后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ꎬ必
须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商ꎬ先行呈报ꎬ以杜弊端ꎬ而敦和好ꎮ 仰即转复佛领事知照ꎬ仍候抚部院批

示ꎬ并录报查考缴印发ꎬ并分饬署皖南道姚道体备ꎬ署祁门县史令怿悠外ꎬ相应咨明ꎮ
此后ꎬ总理衙门、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祁门县、英国领事馆等中外衙门之间围绕这场茶叶贸易争

端反复调查、讨论ꎮ
十一月十二日ꎬ总理衙门给英国发出照会称:

现准两江总督曾咨称ꎬ内地奸商设立行栈ꎬ往往假冒洋商为名ꎬ诸多弊端ꎬ请与各国明定章

程ꎮ 此后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ꎬ必须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商ꎬ先行呈报ꎬ以杜内地商人串通冒认

等情ꎬ前来相应照会ꎬ贵大臣通饬各处领事官ꎬ晓谕各商人ꎮ 嗣后ꎬ如有洋商在内地设栈置货ꎬ必
先报明领事官ꎬ由领事官转报海关监督ꎬ交地方官存案ꎬ以便稽查ꎮ 中国定必按照条约办理ꎬ倘不

先期呈报ꎬ无论华商、洋商ꎬ所有一切捐输、抽厘ꎬ均照内地章程办理ꎬ庶几内地奸商不致假冒洋商

为名ꎬ从中作弊ꎬ请烦贵大臣查照施行ꎮ〔５２〕

从这份照会中可知ꎬ经过一番调查ꎬ清廷认为内地奸商多假冒洋商的名义进行茶叶贸易ꎬ要求洋

商今后在内地设栈办货需要走官方程序ꎬ由该国领事官转报海关监督ꎬ交地方官备案ꎮ
收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后ꎬ英国领事馆颇为不满ꎬ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声称:

来文内开两江总督曾咨称:内地奸商假借外国商名ꎬ开立行栈ꎬ期免抽厘等项一节ꎮ 此事曾

大人所指何处而言ꎬ本大臣实难分晓ꎮ 若论内地城镇ꎬ则约内本无外商进内开行之条ꎮ 若论各

口ꎬ则地方官宜将某行是否洋商所立ꎬ向该国领事官一询便知ꎮ 本大臣之见ꎬ此等情弊ꎬ原无英商

在内ꎬ合俟曾大人详加确查转咨ꎬ以便查办ꎮ〔５３〕

在这份照会中ꎬ英方不仅要求清廷进一步调查是否真实存在内地奸商假冒洋商名义开设行栈的

事情ꎬ并就行栈是否为洋商所开ꎬ向该国领事官询查ꎮ 同时ꎬ英方对曾国藩提出的“内地奸商假借外国

商名ꎬ开立行栈ꎬ期免抽厘”的指控加以否认ꎮ
收到英国照会后ꎬ总理衙门在给英国回复的照会中称:

查英国条约第九款载: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ꎬ并无准在内地赁房设栈

之语ꎮ 第十二款载: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租地盖屋ꎬ设立栈房等语ꎮ 所谓各口者ꎬ如上海之

吴淞海口也ꎮ 所谓各地方ꎬ系指附近海口ꎬ或府或县之地方而言ꎬ如上海县之城外是也ꎮ 条约只

有各地方三字ꎬ并无内地字样ꎮ 今祁门县程村碣在徽州府境ꎬ系属内地ꎬ非洋商应设栈房之所ꎬ英
领事言宝顺洋行ꎬ在祁门租设栈房ꎬ实与条约不合ꎮ 至茶叶出口税ꎬ每百斤纳银二两五钱ꎬ如洋商

自赴内地置买ꎬ应纳内地关税ꎬ但须在所经第一子口ꎬ呈单报验货数ꎬ请领运照ꎬ沿路验放ꎮ 至最

后子口报完内地半税ꎬ茶叶百斤纳银一两二钱五分ꎮ 洋商锱铢必较ꎬ岂肯遇卡捐厘ꎬ至一两九钱

余之多ꎮ 诚如曾大臣来咨ꎬ恐系华商串通洋商冒认ꎬ怂恿领事出头争论ꎮ 此案应由曾大臣饬查明

确ꎬ酌量核办ꎮ 惟外国商人止准赴内地游历、通商ꎬ不得在内地赁房设栈ꎬ似应申明条约ꎬ立定章程ꎬ
拟请贵总理衙门照会英、法公使ꎬ通行各口领事ꎬ转饬洋商ꎬ一律遵照ꎬ并拟请俟接据英法照覆后ꎬ再
给美国公使蒲姓照会一分ꎬ发交本署大臣转递ꎬ令其一体通行ꎬ各领事转饬遵照ꎮ 为此ꎬ咨呈ꎮ〔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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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照会重申外国商民有在中国内地通商口岸游历、经商的特权ꎬ而不准其在内地即未开通商口

岸赁房设栈ꎮ 按照中英«北京条约»第九款、第十二款规定ꎬ外国商民只允许在通商口岸ꎬ及各地方游

历、经商ꎬ并不准在未开通商口岸开设行栈ꎬ进行贸易活动ꎮ 祁门县程村碣为深处内地的徽州府山区ꎬ
并非已开通商口岸ꎬ因此ꎬ英国领事官所言洋商开设的宝顺洋行ꎬ在祁门开行设栈ꎬ与中英双方已签订

的条约相背ꎮ 所以ꎬ总理衙门要求照会英法公使ꎬ要求洋商一体遵照ꎬ并再次重申洋商不得在内地未

开通商口岸开设行栈ꎮ
其实ꎬ早在咸丰十一年六月ꎬ英国商人就违反条约ꎬ私自在江西南昌府吴城镇开设栈房ꎬ他们“或

停泊河干ꎬ或游行镇市ꎬ或住宿洋栈”ꎮ 当时的江西巡抚毓科对此感到忧虑ꎬ要求凡在吴城镇的洋商ꎬ
必须随时通报ꎬ并查验其是否有护照文凭ꎮ〔５５〕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二月初四日ꎬ总理衙门在给江西巡抚沈葆桢的下行文书中称:“惟吴城镇地方ꎬ并
非通商口岸ꎬ应不准其设立行栈ꎮ 本衙门前因两江总督咨称ꎬ有安徽黟商在祁门县设立行栈ꎬ而英国

领事乃出为承认ꎬ称系洋商开设一案ꎮ 经本衙门照会英国公使ꎬ旋据照覆内称ꎬ内地城镇ꎬ约内本无外

商进内开行之条ꎮ 此等情弊ꎬ原无英商在内等语ꎮ” 〔５６〕 在此ꎬ总理衙门将洋商在吴城镇开设行栈的行

为ꎬ与此前黟县茶商余干臣假冒洋商之名ꎬ在祁门县程村碣地方开设行栈的事情相提并论ꎬ其目的则

是为强调洋商此种行为均是违法的ꎮ
经过中英双方多次来回商讨之后ꎬ同治元年二月初五日ꎬ总理衙门就咸丰十一年双方因在祁门县

境内发生的宝顺茶号贸易争端一事ꎬ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ꎮ 现将其文字抄录如下:
二月初五日ꎬ本衙门发英国照会ꎬ前准两江总督曾咨称ꎬ内地奸商设立行栈ꎬ往往假冒洋商为

名ꎬ经本爵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日ꎬ照会贵大臣ꎬ设法分别ꎬ以免奸商假冒ꎮ 旋准贵大臣照覆内称ꎬ
内地城镇ꎬ则约内本无外商进内开设行栈之条ꎮ 若论各口则地方官易将某行是否洋商所立ꎬ向该

国领事官一询便知等情弊ꎬ原无英商在内ꎬ合俟曾大人详加确查转咨ꎬ以便查办等因前来ꎮ 本爵

当即行文两江总督ꎬ令其查办ꎮ 嗣据覆称ꎬ徽州祁门县程村碣地方ꎬ有黟商开设茶行ꎬ偷漏厘捐ꎮ
经地方罚令捐银五千两ꎬ而贵国领事官佛照会九江道则称:该茶行系宝顺洋商开设ꎬ该县妄加格

外之捐ꎬ请将银货发回等语ꎮ
本爵查祁门地方ꎬ距长江口岸甚遥ꎬ系属内地ꎬ并非外国商人应设行栈之处ꎮ 该领事索还捐

银ꎬ自系受内地奸商蒙蔽ꎮ 为此ꎬ照会贵大臣ꎬ即烦转饬佛领事ꎬ查照条约ꎬ及贵大臣前次照覆所

称各等语办理ꎬ勿为内地奸商所蔽ꎬ庶不致与条约相背ꎮ 又现据江西巡抚文称:去年六月后ꎬ有洋

商在吴城镇开设栈房等语ꎮ 查吴城镇系南昌所属ꎬ亦系内地城镇ꎬ并非通商口岸ꎮ 洋商不应在彼

开设行栈ꎬ相应一并照会贵大臣ꎬ转饬驻札ꎬ九江领事官ꎬ查明吴城镇是否有洋商开设行栈ꎮ 如有

国有此事ꎬ亦应查照条约ꎬ及贵大臣前次照覆所称各等语ꎬ晓谕该洋商等ꎬ勿得在吴城镇开设行

栈ꎬ并希饬令各口领事官ꎬ晓谕各口商人ꎬ均不得在内地城镇有开设行栈之事ꎬ以符条约ꎮ 惟此事

系去年六月以后之事ꎬ至今始行ꎬ查明呈报ꎬ该地方官实属不明条约ꎬ疏于查察ꎬ除将该地方官议

处外ꎬ所有该该处领事官ꎬ及洋商人等ꎬ亦应由贵大臣饬办ꎮ 俾得两相遵守ꎬ以免紊乱条约ꎮ 是为

至要ꎮ
从这份照会文字可以看出ꎬ咸丰十一年所谓的中英双方的贸易争端是因黟县茶商假冒洋商名义ꎬ

在祁门地方开设宝顺茶号ꎬ中外商人相互串通ꎬ偷漏厘捐ꎬ从而引起中英两国贸易争端ꎮ
因此ꎬ早在咸同之交而非光绪初年ꎬ黟县茶商余干臣就曾与英商串通ꎬ假冒洋商名义来祁门县开

设行栈ꎬ进行不正当的茶叶贸易ꎮ 同时ꎬ此前学界对余干臣商业贸易多是正面评价ꎬ强调其创制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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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所带来的变革意义ꎮ 但从档案资料来看ꎬ余干臣唯利是图ꎬ为牟取暴利而不惜与洋商串通ꎬ其负

面商业形象跃然纸上ꎮ 卞利教授曾撰文指出ꎬ徽商在徽州本土和域外呈现出正负两种截然不同的形

象ꎬ〔５７〕而祁门红茶早期创始人之一的余干臣则为徽商的负面形象提供了绝佳注脚ꎮ 这些都说明ꎬ在
长江内河正式开埠前ꎬ因经营外销茶有很大利润ꎬ中西商人在茶叶经营上互相勾结ꎬ同时也折射出徽

州茶商善于把握世界市场茶叶贸易发展的新趋势ꎮ

三、挑战与机遇:国内外局势变动与徽州茶商的复兴

１９ 世纪中叶ꎬ国内外复杂局势给华茶和徽商带来巨大的商业挑战ꎮ 就国内来说ꎬ咸同兵燹使江南

地区和徽州本土都惨遭战火洗劫ꎬ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商业活动无以维系ꎬ徽商资本多被劫掠ꎬ茶叶经

营被迫中断ꎮ 从国际方面来看ꎬ中国茶叶出口日益遭到印度、锡兰等英属殖民地所产红茶和日本绿茶

的强烈冲击ꎬ在欧美市场的份额逐渐被他国茶叶挤占ꎮ 同时ꎬ伴随着国际茶叶贸易重心整体由绿茶向

红茶转变ꎬ国际上红茶贸易迅猛发展ꎬ客观上推动红茶制造技术在国内不断传播ꎬ红茶产区由此日益

扩大ꎬ给徽商的茶叶经营带来新的机遇ꎮ 为顺应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发展变化ꎬ徽州茶商迎难而上ꎬ
追求创新ꎬ创制出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品牌ꎬ在时代赋予的挑战与机遇的夹缝中走向复兴ꎮ
晚清以后ꎬ徽商在食盐、典当、木材等传统行业经营中逐渐衰败ꎬ徽州茶商由此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

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ꎮ
(一)挑战:海外茶叶的竞争与咸同兵燹的冲击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ꎬ华茶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受到印度和锡兰红茶的冲击ꎮ 笔者对 １８５９ 至 １８９５ 年

英国进口茶叶数量进行统计ꎬ如图 １ 所示:

资料来源:１８５９—１８８６ 年印度茶叶数据来自 Ｔｅａꎬ１８８８ꎬｐｐ. １１６—１１７ꎻ１８８７—１８９５ 年印度茶叶数据来自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３９、２４３ 页ꎮ 华茶数据来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

展»ꎬ第 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３ 页ꎮ 锡兰茶叶数据来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 ２ 卷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８１ 页ꎮ

图 １　 英国进口印度茶、华茶、锡兰茶数量对比图(１８５９—１８９５)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ꎬ英国进口的华茶(主要是红茶)、印度茶和锡兰茶呈现出此消

彼长的关系ꎮ 具体来说ꎬ１８６３ 年以后ꎬ华茶出口英国数量出现波动性上升ꎬ到 １８７４ 年出现第一个低

谷ꎬ１８７５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ꎬ此后开始呈现波动性下降ꎮ 与此相比ꎬ印度茶出口英国数量从 １８５９ 年开

始逐渐上升ꎬ１８７５ 年以后整体上升幅度进一步增大ꎮ 到 １８８９ 年ꎬ英国进口的印度茶数量开始超越华

茶且继续保持原有上升幅度ꎬ在国际市场上对华茶造成严重冲击ꎮ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ꎬ英国不仅扶持印度茶叶ꎬ而且也积极扶持锡兰茶叶发展ꎮ 自 １８７６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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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ꎬ锡兰茶叶在英国茶叶市场销售量不断增长ꎬ１８８８ 年以后整体开始大幅度上升ꎬ已对华茶构成实质

性威胁ꎮ 民国初年ꎬ茶学家程天绶指出:“锡兰植茶ꎬ始于光绪二年ꎬ其历史最短ꎬ而其进步则最速ꎮ 
故锡兰虽为后起之秀ꎬ然其制茶之精良ꎬ颇邀时誉ꎬ产额以红茶为大宗ꎬ绿茶则颇少ꎬ畅销于各国之范

围颇广ꎮ” 〔５８〕锡兰茶叶发展之快ꎬ对华茶冲击之严重可见一斑ꎮ
从上述分析可知ꎬ１８７５ 年对于华茶出口英国贸易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ꎬ即由此前的整体上升

趋势转入整体下降趋势ꎬ并逐渐受到印度茶、锡兰茶的不断冲击ꎮ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ꎬ以英国为

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以红茶贸易为主的国际茶叶贸易新格局ꎬ在挑战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同

时也带来新的机遇ꎮ
十分不幸的是ꎬ当印度、锡兰红茶冲击中国红茶国际贸易市场的同时ꎬ日本绿茶也在不断冲击中

国绿茶在美国的市场ꎬ造成中国绿茶出口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滞销的困境ꎮ 笔者对 １８５９—１８８２ 年美国

进口中国和日本绿茶情况作了统计ꎬ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美国进口中国绿茶、日本绿茶数量统计表(１８５９—１８８２) 　 单位:磅

资料来源:１８８２ 年纽约领事高桥新吉氏的报告«通商汇编»ꎬ转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ꎬ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４１ 页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１８５９—１８８２ 年ꎬ美国进口中国和日本绿茶数量整体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ꎬ中
国绿茶在美国市场日益遭受日本绿茶的冲击ꎮ 具体来说ꎬ１８６０ 年开始ꎬ美国进口的日本绿茶整体不断

增长ꎬ在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突破 ２００ 万磅ꎬ在 １８６８ 年已突破 １０００ 万磅ꎬ开始对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构成

实质性威胁ꎮ 尤其在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 年ꎬ美国进口的日本绿茶数量接近 ２２００ 万磅ꎬ首次超过中国绿茶的

进口数量ꎬ并于此后在美国占有份额的增长速度更快ꎬ取得压倒性优势ꎮ 换言之ꎬ１８７５ 年左右对于华

茶出口美国贸易也是一个分水岭ꎬ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的优势逐渐被日本绿茶挤占ꎬ已成江河日下之

势ꎮ
综上所述ꎬ１８ 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以红茶为主的国际茶叶贸易新格局在 １９ 世纪以后不断得到增

强ꎮ 尤其是在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ꎬ华茶在国际市场中不断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茶叶的冲

击ꎬ华茶出口贸易日趋衰落ꎮ
１９ 世纪中期的咸同兵燹使徽州本土、江南、闽粤地区都遭受战火打击ꎬ徽州茶商的茶叶贸易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ꎮ
咸同年间婺源惨遭战火洗劫ꎬ婺源茶商受到重大打击ꎮ 胡起彬(１８３３—１８７６)ꎬ“时父以下ꎬ不下十

数人ꎬ东西趋避ꎬ用度日繁ꎬ倍形困惫”ꎬ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ꎬ遂与人合伙从事粮食贸易ꎬ逐渐起家ꎮ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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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身处乱世ꎬ但志向高远ꎬ有感“近世起家多从茶业ꎬ因业茶ꎬ不期茶大失利ꎬ旋贩木于浙之灵湖ꎬ以
图恢复”ꎬ但“淹滞数年ꎬ资斧尽丧ꎬ素手归来ꎬ才经两载ꎬ抑郁成疾ꎬ赍志以终”ꎮ〔５９〕 胡华鏞(１８２４—
１８８０)活跃于咸同年间的商场ꎬ其祖上三代经营粮食贸易ꎮ 到华鏞时ꎬ他除继续粮食生意外ꎬ还与人合

伙从事茶叶贸易ꎮ 但在咸同兵燹期间ꎬ“起家半由茶业ꎬ因失利ꎬ遂绝志ꎬ或聘同事固ꎬ固辞ꎮ 旧岁ꎬ茶
遭大厄ꎬ而亏利亏本者ꎬ靡不垂头丧气”ꎮ〔６０〕 婺源胡旺中(１８２５—１９０１)于咸同年间“业茶业木ꎬ并顾兼

营ꎮ 久之ꎬ茶既失败ꎬ木又亏损ꎬ始萧然ꎬ无复有湖海志”ꎬ〔６１〕 战乱造成其茶叶、木材生意亏损严重ꎬ遂
从商海退隐ꎮ

前述胡适祖父胡奎熙的茶叶贸易虽然在五口通商之后一度兴盛ꎬ但当战火波及徽州和上海之后ꎬ
其茶叶生意受到重创ꎮ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ꎬ太平军攻占川沙、宝山ꎬ胡奎熙和胡传在两地经营的两处

茂春茶号被毁ꎮ 同治元年ꎬ上海到绩溪的路途被战乱阻断ꎬ胡氏家族“家中前年所购茶百数篓ꎬ被贼掠

去ꎬ其赀本及屡次避乱迁徙之费ꎬ共计二千八百金”ꎬ〔６２〕茶叶经营无法维系ꎬ胡传家人被迫开始逃难生

活ꎮ
当然ꎬ咸同兵燹并未造成所有徽商生意都万劫不复ꎬ在此期间发家致富者也偶有人在ꎮ 婺源茶商

胡宏楷壮年“叠业茶务ꎬ获白金ꎮ 由是构新居ꎬ置田产ꎬ纳粟ꎬ贡成均”ꎮ〔６３〕但在战乱中能发家致富的仅

是少数ꎬ绝大多数茶商都陷入困境ꎮ
(二)机遇: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新转向与徽州茶商的复兴

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ꎬ徽州茶商积极寻求新发展ꎮ 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根据清廷政策ꎬ及时转

换茶叶贸易口岸ꎬ将茶叶贸易从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ꎻ二是迎合国内外市场需要ꎬ结合徽州本土茶叶

的资源优势ꎬ注重制茶技术的革新ꎬ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品牌ꎬ极大满足国内外茶叶市

场需求ꎬ使徽州茶叶与茶商发展迎来新的契机ꎬ推动茶商成为近代徽商的核心力量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台湾学者陈慈玉就注意到 １９ 世纪前期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中红茶取得压倒性地

位的新转向ꎬ并认为其限制了徽州茶商的发展ꎮ〔６４〕 笔者认为ꎬ这一转向促使徽州茶商审时度势ꎬ创制

新的茶叶品牌ꎬ为自身发展赢得新的契机ꎮ
黄山毛峰创始人为歙县茶商谢正安ꎮ 咸同兵燹期间ꎬ谢氏家族备受战乱打击ꎬ家业被毁ꎬ谢正安

和弟谢正富跟着父母逃避战火ꎬ东躲西藏ꎮ 同治初年以后ꎬ动乱逐渐平息ꎬ谢正安开始经营茶叶生意ꎬ
逐渐积累财富ꎮ 他利用黄山周围优越的茶叶资源ꎬ于光绪元年前后创制黄山毛峰ꎬ开设裕大茶行ꎬ将
茶叶贩运到上海、东北等地销售ꎮ 关于谢氏茶叶生意的兴起发展ꎬ谢正安长子谢大均在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的阄书中说ꎬ“溯自幼年习易于潜口ꎬ恪守店规ꎬ及壮经理茶务于本里ꎮ 数十年来ꎬ先父创于外ꎬ
余襄于内ꎮ 薄置山场田产ꎬ兴养开垦ꎬ克成实业ꎬ一切谨遵遗训ꎬ不敢有违”ꎮ〔６５〕 其家族茶叶创制发展

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ꎮ 谢正安也在皖北运漕新街开设谢永馨店ꎬ在柘皋镇北门开设天成茶叶店ꎬ两处

后又各设分店ꎬ可见当时茶叶外销形势大好ꎮ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的分家书中ꎬ谢正安叮嘱“裕大和记号

内所制洋庄做茶家俱全堂存公ꎬ以备做茶公用”ꎬ可见洋庄生意在谢氏家族中的地位ꎮ 黄山毛峰的经

营ꎬ在谢大均这一代得到更好的发展ꎬ“数十年经商得意ꎬ名震欧洲四五载”ꎬ〔６６〕 经营黄山毛峰的谢裕

大茶行闻名遐迩ꎮ
前文已提及ꎬ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的余干臣于咸丰十一年到祁门南乡为英国宝顺洋行收买茶叶ꎬ

此时正值祁门红茶萌芽于乱世之中ꎬ影响有限ꎮ 当时国际茶叶贸易中以红茶为主ꎬ进一步刺激红茶制

造技术在国内传播ꎬ促进红茶产区不断扩大ꎮ 祁门红茶制造技术来源有二:一是学习宁红制法ꎬ以胡

元龙为代表ꎻ一是学习闽红制法ꎬ以余干臣为代表ꎮ 民国调查报告也说:“安徽向制青茶ꎬ改制红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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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建德ꎮ 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ꎬ即有黟县人余姓在建德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ꎬ试制红茶ꎮ 翌

年ꎬ即往祁门设子庄ꎬ勤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ꎬ出高价收买红茶(指毛红茶)ꎮ 第二年ꎬ即在祁门西乡闪

里开设红茶庄ꎮ 祁人胡君仰儒ꎬ本南乡大园户也ꎬ特自制红茶以为之倡ꎬ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ꎮ” 〔６７〕

胡元龙和父亲胡上祥在咸丰年间开山种茶ꎬ逐渐积累资本ꎮ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前后ꎬ胡元龙请江西

宁红制茶师舒基立来改制红茶ꎬ获得成功ꎬ“建设日顺茶号ꎬ及承纶堂、居仁堂ꎬ种种基业ꎬ皆我父子兄

弟半生日夜辛勤ꎬ备尝艰苦ꎬ始得臻此完美ꎮ” 〔６８〕 黟县环山人余光奎ꎬ幼年在建德经营茶叶ꎬ随后到江

西义宁州学习红茶制法ꎬ观察到当地茶质不如祁门之茶ꎬ于是建议祁门茶商改制红茶ꎬ没能得到采纳ꎮ
余氏回到黟县立川ꎬ请其宗育之出资ꎬ光奎代为经营ꎬ“后果得外人鉴赏ꎬ获利倍蓰”ꎬ此后茶商纷纷改

制红茶ꎬ祁门红茶逐渐闻名于世界ꎬ后人评论“开祁茶之利源ꎬ始余育之ꎬ而献议经办ꎬ实公之首

功”ꎮ〔６９〕

因国际贸易中红茶十分兴盛ꎬ很多徽商纷纷从事红茶贸易ꎮ 绩溪茶商王维达ꎬ１２ 岁到上海程裕和

茶号当学徒ꎬ但茶号老板墨守成规ꎬ仅限于本帮茶生意ꎮ 王维达建议该茶号将茶叶“推广至山东青岛

一带ꎬ倾销俄罗斯国”ꎬ因“以信实招来ꎬ店务日起”ꎮ〔７０〕婺源茶商俞嘉法“奔劳湖海ꎬ跋险山川ꎬ江西、广
东之地ꎬ宁波上海之区ꎬ皆尝托足贸易焉江西义宁州土产红茶ꎬ我婺商畏其途远ꎬ不敢问津ꎬ翁独

囊赀赴宁采办ꎬ以为之倡ꎮ 后之婺商接踵至宁者ꎬ咸道翁先开通之力以茶业积赀不下万金”ꎮ〔７１〕

歙县茶商吴士彦ꎬ“道光季年ꎬ海禁大开ꎬ益扩充实业ꎬ设庄制出口茶以换回利权ꎬ业益进ꎬ家益兴ꎬ置田

宅”ꎮ〔７２〕黟县茶商孙理和ꎬ“开新牌于汉镇ꎬ他若茶香馥郁ꎬ味亦略尝ꎬ酒酿清纯意切振兴国货ꎬ运
红茶于海参崴境ꎬ志存推广华商ꎮ” 〔７３〕将茶叶贩运到海参崴ꎬ直接参与中俄茶叶贸易ꎮ 祁门茶商陈丽

清在光绪初年经营红茶生意ꎬ“怡丰红茶头字ꎬ在汉口单价售三十七两五钱”ꎮ〔７４〕祁门茶商李训典家族

从事安茶、红茶贸易ꎬ虽然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红、安两茶ꎬ均遭亏折ꎬ继开景隆茶号又蒙钜创”ꎬ但随

后在李训典的努力下ꎬ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已有了不少盈余ꎬ并将之用于建造新房ꎮ〔７５〕 晚清时期ꎬ祁
门境内已是“植茶为大宗ꎬ东乡绿茶得利最厚ꎬ西乡红茶出产甚丰ꎬ皆运售浔、汉、沪港等处”ꎬ〔７６〕 茶叶

贸易盛极一时ꎮ

四、结　 语

１８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由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呈现

出从绿茶贸易为主向以红茶贸易为主的重大转变ꎮ 在海外对华茶不断增大的需求下ꎬ经营外销茶十

分有利可图ꎮ 在广州贸易体制时期ꎬ徽商经营的松萝茶、屯溪茶通过十三行出口欧美国家ꎬ茶叶贸易

十分兴盛ꎬ徽商由此发家者甚多ꎮ 但行商资金短缺ꎬ商欠日多的商业困境也直接影响了徽商茶叶贸

易ꎮ
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华茶出口贸易格局ꎬ客观上扩大了与西方贸易往来的开放程度ꎬ短期

内迅速刺激西方对华茶的市场需求ꎬ极大地促进徽茶外销ꎮ 徽商抓住这一新的机遇ꎬ不断将徽茶贩运

到上海等地出口ꎬ迎来新的发展局面ꎮ 与此同时ꎬ包括徽州茶商余干臣在内的中西商人为追逐商业利

益ꎬ在茶叶经营上互相勾结ꎬ也反向折射出徽州茶商快速察觉国际茶叶贸易格局变动的敏锐眼光ꎮ 但

随即而来的国内战乱和周遭国家茶叶产品的激烈竞争ꎬ使得华茶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不断减少ꎬ在给

徽商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机遇ꎮ 徽州茶商在夹缝中迎难而上ꎬ主动迎合国内外市场需

求ꎬ注重技术革新ꎬ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优质茶叶品牌ꎬ努力争取并拓宽世界市场空间ꎮ
在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ꎬ清代中后期的徽州茶商贸易经历繁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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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复兴的曲折际遇ꎮ 从广州贸易体制时期到开埠通商时期ꎬ除外贸商业中心的变更外ꎬ更是充斥

着两次鸦片战争及咸同兵燹等战火的冲击ꎮ 徽州茶商始终前后相续ꎬ在历史剧变中勇于创新而走向

复兴ꎬ成为引领近代徽商群体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ꎬ在推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乃至近代社会经济变迁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ꎮ 今后对徽州乃至近代中国茶商群体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运用全球史视野ꎬ
从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背景出发进行综合考察ꎬ如此可望在将来对该群体在近代中外经济互动

中的作用与地位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ꎮ

注释:
〔１〕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ꎬ«安徽史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ꎻ张燕华、周晓光:«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

位»ꎬ«历史档案»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ꎻ王国键:«论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贸易重心转移»ꎬ«安徽史学»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ꎻ周晓光、周语玲:«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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